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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援引“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上良村乡村民宿“家”的生产

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研究发现：①上良乡村民宿“家”的生产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村委及村民多方

利益主体协商的结果。政府、企业与村民对“家”的不同理解使之产生不同的生产逻辑，成为民宿“家”的生产过程

中权力博弈的直接原因。② 在“商业性家”的营造过程中，村民“临时的家”中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不仅推进了“商业

性家”的营建，也突显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冲突。③ 在“家”的重构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与

村民在“家”的物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及社会关系4个维度中展演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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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中国出台了系列保护乡村与发

展乡村的政策，其中乡村振兴、乡村文化保护和乡

村旅游持续发展的政策给予了乡村旅游发展重要

的契机[1]。乡村民宿作为乡村旅游发展和村企合

作的产物，已逐渐成为乡村旅游地的主要旅游吸

引物之一。然而，乡村民宿的生产诉求对于不同

的主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时代要求和现实意义。

对于政府而言，乡村民宿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

重要抓手，是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经。对于企业而言，进驻乡

村地区，利用农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来打造特

色乡村旅游地，以及将村民原有的“家”转变为“商

业性家”，是为了企业的利益和发展。对于村民而

言，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为民宿，更多是基于“家”

的重建以及在民宿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经济效

益。在此过程中，基于不同主体的主观意志与生

产逻辑，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与协

商。因此，乡村民宿“家”的营造过程中不同主体

之间的互动关系理应得到学理上的关注。

“家”是一个极具情感和力量的词汇，是理解

社会和空间、展现人地关系的关键场所[2,3]。在中

国传统的“家”的语境下，房子是“家”的标志，而

“家”是游子避风的港湾，是叶落归根之处[4]或起源

地 [5]。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家”已然不只是房

子。人文地理学者将“家”定义为一个“社会空间

系统”，代表物质空间单元和社会关系单位的融

合，是一个由日常实践、亲密关系、身份记忆和情

感建构的空间[3]。“家”的批判地理学认为，“家”应

该基于空间、情感与权力 3个方面来理解。首先，

“家”不仅是私密空间，它与广泛的社会、政治、经

济紧密联系，是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的结合；其

次，“家”不是固定的地方，它由住所、经历、社会关

系所构造，可跨越不同尺度空间形成具有归属感

的地方；再者，“家”的开放性导致家的权力化，阶

层、种族、性别等因素促使“家”的体验差异化 [6]。

此外，在全球化、性别平等、移民浪潮、灾害频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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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背景下，学者们也逐渐关注“家”与地方的联系[7]、

“家”的流动性和重构[8]、“家”的性别化[9]等话题。而

伴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家庭旅馆等

带有商业性质的“家”延伸了“家”的内涵。

“商业性家”（commercial home）指客人付费

住在私人家中的一种住宿类型，他们与房屋的主

人及其家庭成员进行互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共

享公共空间[10]。“商业性家”融合了私密性、商业性

和社会性，包涵一系列的住宿类型，如小旅馆，

B&B和家庭旅馆等。现有关于“商业性家”的研究

主要关注主客互动与冲突、“商业性家”的经营管

理及“家”的旅游商业化方面。

首先，从“商业性家”参与主体的主客角度来

看，主人和客人双方的互动影响“商业性家”的构

建。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主客双方的互动及冲突对

“商业性家”进行解读，从双方的身份特征和权力

争夺阐述“商业性家”中利益主体的互动关系。如

Lowe等[11]认为小型旅馆的服务质量和体验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主客之间的成功互动，主客关系是

产品体验的核心要素。然而，在“商业性家”空间

的互动过程中，旅游地居民与旅游者双方各自存

在角色内的冲突现象，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角色

间的冲突现象[12]。对此，为缓解主客之间的冲突，

在“商业性家”中主人会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来体现

家庭和工作领域之间的物理或情感距离[13]。

其次，从“商业性家”的经营管理角度来看，学

者主要从主人或经营者的角度来说明“商业性家”

要强调“家”的本义属性而不只是重视商业服务。

家的商业化是主人利用居住空间来达到盈利目的

的行为表现 [14]。然而，在“商业性家”的经营过程

中，主人往往有一种愿望，他们不愿意拘泥于官方

或公认的商业旅游和接待规范，他们希望他们的

家首先是作为一个“家”而存在[10]。正如客栈是为

旅游者营造的临时之“家”，“家”的感觉已成为影

响民居客栈成功经营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酒店

类经营的最高目标[15]。基于对“家”的定位，Wang

指出经营者需要提供一个独特的、具有异国情调

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舒适的、私密的、熟

悉的、有家的感觉的住宿地[16]。

从“传统的家”到“商业性家”，工作空间与私

密生活空间之间的边界逐渐消融。“家”从休憩场

所变为工作场所，成为将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融

为一体的空间[17]。“家”的旅游商业化过程不仅对个

体家庭存在影响，当多数个体的“家”都在经历这

种过程时，个体家庭所在的“公共的家”的空间形

态和性质也会随之改变。如旅游发展后新主体大

量涌入，其基于各自的立场对旅游商业化产生不

同的理解与评价标准，从而促使旅游古镇区居住

空间发生变迁[18]。实际上，在传统家的商业化过程

中，变化的不仅是家的空间和边界[19]，主人及其家

庭成员的角色也有所改变。Ye等[17]指出家的商业

化过程主要产生 3方面的变化：首先，家庭成员从

产品（住宿、餐饮活动）中脱离出来，成为专门为旅

游者服务的主体；其次，家庭成员不再从事之前的

劳动，而是致力于旅游服务；最后，主人成为一个

追逐利益的商家。因此，家的旅游商业化与空间

边界、身份角色等因素紧密相联。

然而，目前关于乡村民宿“家”的相关研究视

角主要聚焦在“家”的旅游商业化、“家”的居住空

间重构与演变以及“家”空间内主客关系的冲突等

话题。少有学者关注从“传统的家”到“商业性家”

的营造过程中生产者之间所展演的冲突与博弈过

程。因此，本文试图借鉴“家”的地理学研究视角，

基于“传统的家”与“商业性家”的理论概念，关注

乡村民宿在旅游商业化现象中“家”的演变过程，

进而揭示村企合作模式下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

程中政府、旅游企业与村民所展演的权力博弈。

11 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上良乡村民宿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横河

镇郭前村，属于显岗水库移民村，是广东省村企合

作型旅游景点，同时也是乡村旅游整村开发打造示

范典型（图1）。本文选择上良村作为案例地的重要

原因是，它具有村企合作模式的特殊性。具体来

看，村内现有28户居民，集中分布在显岗水库旁，其

中有13户在2015年与惠州市上良乡村旅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旅游企业）签订村企合作合同。合作

模式是房屋一楼由村民自住，二楼及以上楼层由村

民自行出资加建成毛坯房后交由旅游企业精装修

成民宿，即将自家房屋的二、三层租给旅游企业进

行商业开发，租期为15 a。截止至2019年1月，村企

合作的民宿共有13栋，村企合作的农家乐有4栋，

与旅游企业合作开展特色活动的有3栋，不直接与

旅游企业合作的有9栋，即由村民自营的民宿、农家

乐、小买卖各有3栋。此外，第4栋为员工宿舍，剩

下的第12栋，第15栋，第21栋和第28栋则完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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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具体的空间分布如图1所示。

数字为民宿栋号

图1 上良乡村民宿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Shangliang rural homestay

本文主要运用观察法、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

方法，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在上良村进行

了3次为期半个月的驻地调研。首先，重点观察政

府与村民、旅游企业工作人员与村民之间的互动，

并对此撰写观察日志和拍摄图片，其中观察日志

总字数达两万多字，拍摄照片93张。其次，为了获

得更深入的信息，研究者依据所观察到的情况，以

政府、旅游企业和上良村民各自所持的态度及主体

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为核心，结合上良村的历史和

发展现状，对村内 15位村民，7位旅游企业工作人

员以及5名政府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

分别编码A1，A2……A15；B1，B2……B7以及G1，

G2……G5，访谈时间为0.5~2.0 h，并对访谈内容进

行了录音及后期处理，转录材料达9万多字。通过

观察与深度访谈，研究者力图探究乡村民宿“家”

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关系。

22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传统的
家、临时的家与商业性家

在古代的诗经、唐诗宋词和山水国画的渲染

之下，传统的家往往被赋予了精神与理想的内

涵。从古人的寄情山水到悠然南山，传统的乡村

家园被理解为远离世俗喧嚣的世外桃源，是诗意

的、天然的和清净的伊甸园。正是基于这种前现

代乡村家园乌托邦式的想象，后现代大多数人把

“家”理解为山水自然、万物和谐、天人合一以及拥

有共同祖宗和精神的地方。

对于传统的家的理解，除了精神层面的内涵

追求，还有更为不容忽视的物质景观。从甲骨文

来看，“家”字是房屋屋顶下养着一头猪，是人与家

畜共住的空间[20]。实际上，改造之前上良村的居民

也是过着甲骨文中的“家”，村民有着自己的菜园

和圈养的家禽。当时的乡村家园，并非像后现代

所赋予的乌托邦式的家，不是诗意的存在，而是现

实的农村地区，充满着贫困和落后。因此，后现代

对于传统的家的理解，往往只是建立在对乡村的

想象之上[21]，认为乡村的家是诗意栖息之地，然而

也是我们抵达不了的乌托邦之地。

在当前农村的贫困背景下，如何在农村现有

资源范围内发展农村经济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核心

问题，而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助于增加村民收入并

提供新的就业机会[22]。当地政府为改善上良村的

经济，引进旅游企业进驻上良村，希冀以村企合作

的模式打造上良乡村旅游地。对此，全体村民为

配合工程的建设而不得已搬迁到村外，在村周边

的山林等地方构建了“临时的家”。Germann认为，

在流动的旅行过程中，人们即使身处不同的临时

住处，依旧能找到家的感觉，尤其是环游世界的旅

游者[23]。然而，笔者调研得知，上良村“临时的家”

大多是由村民自主安置在偏僻的山林或果林中。

一方面，从物质层面上，家是身份展演的重要场

所，家的物质条件会影响村民对乡村的理解。村

民“临时的家”的物质条件与村民“传统的家”相比

并没有得到改善，这种物质条件的长期匮乏反而

延续并加深了他们对农村贫困生活的印象，并无

法实现如同 Germann 所言的“流动中依旧能找到

临时的家的感觉”。另一方面，从情感层面上，村

民由原本的集居模式不得已地变为散居模式，这

种临时和散居安置的家瓦解了村民原来集体的社

会网络关系[24]，弱化了村民对“家”的归属感，这对

于重视集体网络关系的村民而言，反而进一步产

生了对“家”的疏离感和缺失感。

对此，村民在经历了传统的家和临时的家之

后，开始权衡商业性家所能带来的可能性。具体

来说，部分村民在面对因发展乡村旅游而可能带

来的收入增加、生活条件改善、重归家园的条件

下，即使是要将自己的家进行商业化的改造并让

渡一定时间内的使用权，他们也希望在获得利益

回报的前提下与旅游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并期待

通过参与旅游来摆脱长期以来由破旧的家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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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穷困生活状态所赋予他们的身份形象。然而，

在旅游商业化过程中，各利益主体所关注的都是

己方的现实和未来利益[25]。这促使商业性家的生

产过程是曲折的，同时多方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

也成为旅游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

比如在村集体会议上，村民考虑到时间成本、

资金等问题，对旅游企业的合作方案先是提出了

反对意见，而旅游企业方也因建设成本、运营成

本、项目长期效益等问题不愿意退步，双方曾一直

处于僵持局面。为了解决村民与企业僵持的局

面，政府试图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促使双方实现

平衡。比如博罗县政府多次派相关人员对此进行

跟进协商，并引导村委小组成员率先与企业合作，

做出引领与表率作用。这是由于作为“精英阶层”

的村委小组是与村民关系最密切的领导阶层[26]，能

够发挥超越政府和旅游企业的领导力量。比如村

委小组以“先签带动后签”的途径引导村民同意并

签署旅游开发合同。然而，村企合作成功之后，仍

有部分村民对村委支持村企合作的态度感到不

满，认为村干部的带头支持行为使村民失去了获

得更多利益的机会。

旅游商业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不同利益主体之

间进行反复博弈的过程，博弈的结果是各利益主

体相互妥协并达到某种形式的动态平衡[27]。经过

多轮的协商，除部分由于没有闲置房间可以出租

给旅游企业的村民外，村内 13户村民与旅游企业

签订《房屋改造及租赁合同》，上良村开始进入从

“传统的家”到“商业性家”的营造。

33 乡村民宿“家”重构过程中的权力
博弈

上良乡村民宿是在村民原有的家屋基础上建

设起来的，即需要对村民的“家”空间进行重构。

政府作为上层机构，是“家”空间建设的指导力量；

旅游企业作为“开发者”，是“家”空间重构的主导

力量，其发展规划直接推动了“家”的空间转变；而

村民是“家”的“主人”，是“家”空间的实践主体，他

们的文化背景和对家的舒适性诉求带来了“家”空

间属性的转变，三者基于各自的身份立场在家空

间重构过程中展演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

33..11 家的物质景观重构家的物质景观重构：：实用主义与美学主义的实用主义与美学主义的

博弈博弈

已有研究认为，乡村地区对旅游的吸引力主

要在于其固有的乡村特征或乡村性，包括未受现

代主义影响但仍保持传统习俗的农村居民及其生

活方式[17]。这是由于，人们总试图想要回到乡村空

间去体验在城市中找不到生活和空间[28]，比如乡土

建筑、传统街道以及田园风光等[29]。研究发现，旅

游企业在规划营造上良乡村民宿时，也意图保留

传统乡村特有的“土”元素以体现景观与自然的融

合，以此迎合大众旅游者对乡村和乡村民宿的美

学想象。然而，由于上良村的世居村民对以前的

家以及临时的家的物质性具有消极的认知，他们

迫切地想要借助旅游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契机

摆脱传统农村的家屋面貌，力图从“家”的物质外

观开始追上城市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希望自己的

家像城市小洋楼那样好看，不想再建成土房”

（A11，上良村村民）。此外，对于当地政府而言，乡

村民宿的发展要建立在乡村振兴的基础之上，尽

管在乡村家的物质景观的营造过程中，政府的确

没有对企业进行太多的建设干预，但政府含蓄地

表达了对他们所理解的“水泥路和小别墅的乡村

振兴”（G4，政府）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旅

游企业凭借“开发者”的身份取得了村民家空间的

重构权力，但是私人的“家”意味着一种拥有权，它

常被定义为一种具有强大威力的权力[12]。尤其是

当地村民身处他们所熟悉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环境

中，又充当“家主人”的角色而拥有的无形控制权，

所以尽管旅游企业的经济地位比较强势，但在民宿

建筑景观设计主导权的博弈中也不得不妥协 [30]。

正如旅游企业股东 B4 所言：“村民偏要把民宿的

外墙建成一种现代化风格，我们也没有办法”。

此外，Sweeney 等指出,家的主人选择商业性

家是出于经济原因，但情感上更愿意自己家只是

自己家，并按照自己的认知和理想来营造 [31]。比

如，部分村民家门前的遮阳棚由葡萄木防腐架和

玻璃棚顶构成，是旅游企业为了旅游景观的美观

而出资搭建的，但村民却依照自己的意愿将遮阳

棚改建成他们满意的风格。再如，旅游企业为村

民提出并实施了“屋前种花、屋后种菜”的乡村美

化规划，而传统的村民则更希望家旁边是菜园而

不是花园，他们将旅游企业在屋旁种的花和树下

的草皮拔掉，转而种上了菜，甚至连庭院围墙上的

花盆也用来种葱等农作物。Lynch提到，主人在多

大程度上认为房子是一个家而不是一个经济单

位，将影响他对家居布置的改变和选择的参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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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种参与将影响商业性家的美学特性[32]。村民

在装修自己的家时，目标是创造一个温暖、安全和

实用的环境，旅游企业则更多地将村民的家视为

一个经济空间，他们倾向于以迎合旅游者消费需

求的方式进行重构[33]。而作为指导者的政府，认为

乡村民宿的建设能体现乡村振兴的风貌。不同身

份和利益背景的人对家的物质景观展演了一场实

用主义与美学主义之间的博弈。

在中国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政府、旅

游者与村民对于物质景观的理解有所差异，并指

导其采取相应的实践[34]。政府更多的是希望达到

既有实用功能，又不失农村传统的美学效果，以实

现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旅游企业更多的是按

照城市理想化的乌托邦式乡村的美学主义原则对

民宿进行设计，以试图获得旅游发展中的利益最

大化；而民宿的主人更多的是按照传统家中的实

用主义原则对家的物质景观进行改造，以实现“熟

悉与理想”家的营造。不同主体对家的物质景观

的理解糅杂在家空间物质外观的重构过程中，展

演不同主体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

33..22 家的情感意义重塑家的情感意义重塑：：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反思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反思

“家”之于村民有重要的情感意义，旅游开发

不仅改变了“家”的物质空间景观，同时也改变了

“家”在他们心中的存在意义。在乡村民宿“家”的

生产初期，村民面对物质性家的现代化的改变，内

心觉得颇为满意甚至对拥有“小洋房”的家感到骄

傲。与此同时，村民对在周末和节假日旅游者初

涌进来的旅游热闹场面也感到好奇和期待。因

此，在商业性家生产的初期，村民更看重物质性家

的现代化改变，并沉溺在家的物质景观变化的欣

喜之中。然而，随着乡村民宿旅游开发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旅游者，为了给旅游者提供一个干净、整

洁、舒适的游赏环境，企业不得不对村民“私密的

家”的物质陈设与村民日常生活行为进行一定的

“管理”。如对晒衣的空间规范、晒衣架的统一打

造，甚至晒衣服的时间规定等，这意味着家的私密

性被打破[35]。村民逐渐感受到自己虽然是家的主

人，但家不再是能够自由表达自我的地方，而是成

为了受约束的空间，比如家门口不再可以陈设柴

火、庭院不可以摆设农具用品、家门口不可以停放

车等系列规定。乡村民宿外部商业元素的进入为

家空间增添了新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

了村民对家空间的归属感和自由感，使得村民感

受到家不再是他们自己的“城堡”[10]。如村民A10

所言，“（民宿）做下来就觉得怎么没人权自由，好

像家不是你的家，感觉别人都在窥视自己的家。”

此外，由于旅游商业化的需要，乡村活动空间

变得复杂化，主体变得多元化，村民不得不与旅游

企业和旅游者共享村落里的公共空间，甚至旅游

企业或旅游者自发举办活动时会占据部分公共空

间，如村内街道、篮球场等。显然，在旅游商业化

背景下，村民们在“公共的家”空间内的活动不再

由村民单向控制，也常常受到旅游者的凝视与规

训。旅游发展使得村民不再扮演着村庄唯一的

“主人”角色，上良村在旅游背景下也成为旅游者

“临时的家”。此外，由于上良村已成为博罗县的

示范村，各种政府人员时常进入考察。村民对上

良村的情感寄托不再是单纯的“我的家”，而是掺

杂了由旅游发展所带来的既迎合政策话语和旅游

商业化，又追求自由的复杂情愫。正如Lashley等

所说“就像一个人的家表面上是私人的空间，公众

的进入也会产生内在矛盾一样，这种商业性家空

间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36]。

村民对家空间的情感缺失进一步再加剧了与

旅游企业之间的矛盾，促使村民与旅游企业之间

的权力博弈关系变得矛盾而复杂。此外，为了弥

补乡村民宿商业化带来家的情感缺失，村民甚至

希望“家”应该能有两个空间，一个空间是供旅游

者使用的家，另一个空间是供自己使用的家。如

村民 A15 除了拥有重建的民宿这一家空间之外，

还在自留地上修建了养鸡养鸭种植水果的地方，

她认为这种自由私密的空间才是自己传统的家，

但同时认为这个家在物质上过于简陋，希望能进

行新一轮的重构。此外，如村民A3除了民宿的家

供旅游者用之外，在村口的自留地重新修建了一

栋“私密的家”，只供自己所用。

对一个地方的依恋是对一个地理位置的一系

列感觉，在情感上把人与地联系在一起[37]。在家空

间的重构过程中，改变村民对“家”的情感意义的

变化。村民对家的情感变化实际上经历了从欣喜

若狂到逐渐冷静再到反思家的私密本义并希冀能

重返传统的家这一过程。然而，对于村民而言，传

统家的重返不是简单意义的重返，是物质条件改

善、更加现代化的重返。

33..33 家的边界意义转变家的边界意义转变：：从清晰到模糊从清晰到模糊

在家的建构过程中，边界发挥了重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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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义[38]，划界行为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策略，更

是权力的表征。研究发现，在“商业性家”的建构

管理过程中，政府、村企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对家

的边界意义展开争夺，其争夺的结果推动了村民

和企业对于“家”的边界意义的理解发生转变。

Van等指出，在一个特定的社区生活一段时间

后，记忆和情感都会与之相连,家的周边环境成为

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归属感也随之增强[39]。从访谈

中获知，上良村作为世代沿袭的传统农村，村民对

乡村的归属感很深厚，认为村子里不管是自己私

密的家空间还是社区环境的公共空间都是他们的

家，但二者之间的边界是清晰的。

伴随着乡村民宿的发展，家空间中工作空间

与私密生活空间之间边界不可避免地逐渐消融与

模糊，村民对家的边界认知发生了改变。这是由

于乡村民宿这一“商业性家”工作空间和私密生活

空间的主体不具有同一性，在特殊的村企合作模

式的作用下“商业性家”形成了“我的家成了你工

作的地方”[40]的特点。比如村民将旅游企业为他们

修建围墙内的空间纳入自己“家”的范围内，并认

为围墙是他们私密性家的边界。然而，对旅游企

业而言，庭院是景观美观统一的旅游商业化空间，

是附属于上良乡村民宿的“产品”，应当属于他们

的经营管理范围。不同主体各自根据边界的定义

和意义引导自身的行为，企业与村民对边界理解

的差异产生权力的博弈。村企双方都不认同对方

的“边界”划分，从而模糊了家的私密性边界。

此外，边界的社会文化意义是随着社会情境、

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成员的实践而不断重构的 [41]。

旅游开发使土地有了新的利用与收益方式，旅游

业直接增加了土地的经济价值[42]。村民也逐渐认

识到“公共的家”，包括街道、土地等所具有的经济

利益价值，并试图把“公共的家”有边界化。如为

满足旅游者的停车诉求，旅游企业曾与村集体协

商将村口的一块地以村企合作模式修建一个停车

场，原本合作已经达成，但是后来有村民向政府举

报了这个工程，旅游停车场修建被迫停工。同样

地，旅游企业计划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利用村集

体的 6.7 hm2地建设研学基地旅游项目。然而，村

企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后仍有村民持反对意见。旅

游企业认为，利用土地建设或项目增设的增值消

解甚至获得边界，才能促使旅游民宿实现快速发

展；村民则意识到，一旦“公共的家”建设成为旅游

用地，家的边界便彻底打破，他们再无法从公共的

土地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政府出台诸多优惠政策，

虽然在企业看来并没有有效落地，但是政府的确

在保护农村土地、发展农村旅游上起到了一定作

用。政府对于土地的保护、村企双方对土地的争

夺实质是对“公共的家”边界的争夺，导致“公共的

家”的边界日渐模糊。

因而，无论是私密的家还是公共的家，对于

空间使用和土地的商业化需求成为村企合作矛

盾的焦点，不同主体对土地的争夺影响着“公共

的家”边界意义的重构，实现了从清晰到模糊的

转变。

33..44 家的社会关系变化家的社会关系变化：：从家族网络到商业网络从家族网络到商业网络

乡村本身作为一个集体的家和与神灵共存的

家，在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乡村的特殊

性。研究发现，上良村 28 户人家同姓赖，也就是

说，从姓氏和族谱方面来看，乡村的村民本来就

是一个集体的家。此外，乡村从古至今的人情往

来、各种的传统礼俗、重大的节事和祭祀活动等

共同建构了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建立“有意

义的社会关系”对于家的营建和维护具有重要的

意义[23]。

首先，对于日常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调

研发现，在日常交往方面，上良村在2013年以前有

6户常住的世居村民，这 6户村民虽然生活在条件

较为艰苦的乡村，但家庭之间的往来从时间频率

来看几乎每天都会有，比如送一些自己家种的果

蔬给隔壁家、端着碗筷饭菜跑到别家一起吃饭、又

或是一起坐在门口聊天等。然而，随着时间的变

迁和旅游企业进驻，由于乡村民宿的修建需要，原

本集居的村民被迫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临时的家”

中居住，打破了世居村民频繁的日常交往局面，弱

化了家族的日常社会网络关系。

同样地，在重大节事和节日活动方面，上良村

一直以来都坚守着牢固的家族网络关系。比如每

年的大年初七，为了庆祝赖氏家族男婴的诞生，村

子会举行“点灯节”的重大节事活动，全村的村民

都会“回家”相聚，敲鼓庆祝男婴的家族血脉传

承。在村民看来，整个村就是一个集体的家。

然而，在乡村旅游民宿修建期间，由于“家”的

空间场所重建，导致重大节事活动如“点灯节”无

法正常举办，以及在重要的节日如过年无法“回

家”探亲，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以来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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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的家庭网络关系，但村民以家族为核心的乡

村社会关系依旧没有改变。“家”是村民依恋和依

赖的地方[33]，家人的共在意味着家的完整。在民宿

修建之后，村民把修建期间没有举办到“点灯节”

的村民集中在一起，按传统的俗例再次举行“点灯

节”，凸显了村民对于家族关系维系的重视。实际

上，村民社会关系的改变发生在乡村民宿商业化

的经营之后，体现在“点灯节”活动逐渐出现“家

人”的不完整、对“家事”的不在意等。正如村民A9

所言：“过去每年的大年初七大家都会回来一起过

点灯节，现在的村民没有以前团结了，点灯节这种

最重要的节日都有人不参加了”。此外，由于旅游

活动经营的需要，像清明祭祀活动，大多数村民只

能在正清当天祭祖，其他时间照常营业；以及像过

年探亲的活动，村民也淡化了探亲的交往礼俗。

因此，旅游发展影响和冲击了原本的家族关系网

络，村民处在传统家族网络与社会商业网络之间

的关系之中，选择了具有经济价值的商业网络，村

民从注重家族传统关系网络转化为重视自我利益

的商业网络。

因此，基于村民、政府和旅游企业不同的生产

诉求和生产逻辑，导致村企旅游合作发展模式下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多元主体在物

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及社会关系 4个维度

下的权力博弈关系（图2）。

44 结论与讨论

44..11 结论结论

本文援引“传统的家”“临时的家”和“商业性

家”的理论，重点探究村企旅游合作发展模式下乡

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及其权力博弈，展演了乡

村民宿生产过程中不同主体复杂多元的生产逻辑

和权力关系。

第一，政府、企业与村民不同主体的生产逻

辑，成为乡村民宿生产权力博弈的直接原因。对

于政府而言，政府在推进乡村旅游和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生产诉求之下，希冀能实现“传统与商

业性家”共存的境况，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政策指

导和协调的角色。对于企业而言，其生产逻辑主

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按照旅游者对

民宿的理解来建构“传统的家”，但这个“传统”是

建构的，混杂了乡村与都市的“家”；另一方面是按

照获利的最大化，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营造具有

商业功能和满足旅游者审美诉求的“家”。对于村

民而言，则有着与企业不同的生产逻辑，村民希望

通过与企业合作来实现传统家的物质景观的改

变，同时村民在情感上又试图摆脱企业的完全控

制，对“家”进行商业性营造。家往往意味着根与

源，村民对真正意义上传统家的追求和回归与追

求短期的旅游经济利益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精神和

图2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逻辑

Fig.2 The production logic "home" in rural home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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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上的矛盾挣扎。因此，村企合作模式下乡村民

宿的发展涉及不同的主体，同时不同的主体又大多

基于自身的考虑，由此产生异质化的生产逻辑，导

致乡村民宿商业性家的生产变得更为复杂而矛盾。

第二，家是建构的产物，同时也是权力博弈的

产物，村企旅游合作发展模式下乡村民宿“家”的

生产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复杂多元的权力博

弈关系。对于政府而言，政府追求的是能够响应

乡村振兴的国家政策，具有传统性与商业性共在

的家。而企业追寻的是理想化的传统的家，在他

们看来，传统乡村家园是自然生态和谐、人与自

然、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景观……商业性家应当

通过追求传统文学中的乡村乌托邦式的家，进而

获取商业利润。然而，对于村民而言，村民对家的

向往异于企业，因为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宏观

背景下，传统的乡村被边缘化，大多数乡村在现代

化的影响下逐渐城市化，他们追求的家是城市化

和现代化的家。因而，在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

中，糅杂了隐性的政府权力力量、企业融资和管理

的商业性力量以及村民自我的家的抗衡力量。在

政府、企业与村民多元主体的权力作用下，乡村民

宿“家”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实用主义与美学主义

之间物质景观重构的博弈、对公共性与私密性之

间情感意义重塑的反思、对清晰与模糊边界意义

的争夺以及家的社会关系从家族网络到商业网络

的变迁这4个维度上的权力博弈。

第三，在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家”是一

个涉及多元主体、多重维度的复杂概念。涉及政

府、村民和旅游企业，涉及传统的家、临时的家与

商业性家，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矛盾的，但又是彼

此互嵌的。由于主体诉求的不同，导致真正传统

的家只能存在文学作品里，企业无法实现乌托邦

式的“传统的家”；临时的家成为村民从传统家走

向商业性家的特殊过渡，成为乡村情感缺失的暂

居地；而商业性家成为混杂着非乡村与非城市，或

者说半乡村与半城市味道的特殊旅游产品。此

外，不同主体对于各自“理想的家”的追求反而又

加剧了商业性家营造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因此，

在不同主体的意志和想象的影响下，传统的家、临

时的家和商业性家成为一组相互矛盾的概念，但

在不同主体的权力抗衡下，它们的边界又不断融

合和糅杂，相互嵌入，相互影响。乡村民宿的家成

为一个复杂的概念，糅杂了不同主体的意志、想象

和权力。

44..22 讨论讨论

研究以生产者的视角展演了乡村民宿“家”的

生产过程，从理论上丰富了商业性家营造过程中

不同主体权力博弈方面的研究，在实践上对于乡

村旅游商业化家的演变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尤其是对村企合作模式下政府、旅游企业与村

民的协商沟通以及可能出现的权力博弈提供了案

例参考。

然而本文作为微观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在

村企旅游合作模式下乡村民宿的发展，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研究学者关注不

同模式中多方利益主体作用下乡村旅游发展及其

背后的运行机制，关注不同主体在乡村旅游发展

过程中的真实诉求，关注中国乡村发展的特殊语

境中乡村发展的可能路径及乡村治理途径，为实

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作出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致谢：感谢 2015 级本科生梁慧英在资料收集

与整理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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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duction ofThe Production of““HomeHome””and Power Negotiations in the Rural Guesthouses:and Power Negotiations in the Rural Guesthouses:
The Case of Shangliang Village, Huizhou, GuangdongThe Case of Shangliang Village, Huizhou, Guangdong

Liu Meixin1,2, Cai Xiaomei2,3, Ma Guoqing4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2.Research Center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4.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materials from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roduction of“home”and power negotiations among different actors in guesthouses in Shangliang Village of

Huizhou in Guangdong. The research indicates: 1）The production of“home”in guesthouses is the conducted

through power negotiations among local authority, tourism enterprises, village committee and villagers.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home”by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villagers lead to different produc-

tion logics. This i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power negotiations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home”in the guesthous-

es. 2）The lack of material and spirit in villagers of“temporary home”promotes the making of commercial

home, highlighting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Ideality and Reality”, and between“Heritage and

Commerce”. 3）The remaking and power negotiations of“home”are illustrated among different actors through

four aspects including material landscape, emotional significance, boundary meaning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upplement the theories of“home”geography through the current case on the perspec-

tive of the producer.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offers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the rural guesthouse management.

Key wordsKey words: commercial home; rural tourism; guesthouses; producer;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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